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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邦交國的最適援助 ── 
兼論歐盟國家在援外之經驗與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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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摘  要 

基於兩岸各國均希望藉之促使接受國制定對本身最有利的政

策，本文將援外視為國際遊說活動；在此前提下，本文設立分析模型

並進一步探討捐贈國的最適行為。研究結果顯示片面性的加碼無法改

變競賽的結果，因為其將導致對手之反制，進一步瓦解預期的效果。

然而欲得更有利的結局却可從改變事件之大環境著手，設法令其變得

更有利於我國（或更不利於中國），如此將能輔助援外本身之不足，

為我國帶來更多利得。明顯的，援外本身有不容忽視的必要性，然而

這些補強措施卻能令我國更好；此種雙管齊下的作法顯是當前我國援

助邦交國的最適政策。本文應用經濟學比較靜態的分析方法來探尋妥

當的互補措施。在諸多選項中，本文討論兩種互補措施：一為援外之

接近效果，二為高技術合作之援外策略；除進行理論分析與推導淨利

得之變動外，本文亦探討這些措施之政策含義以及令其展現實質效果

所應配合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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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面對中國打壓，我國外交工作一向艱困。藉由無償之贈與（grants）、

技術合作（technical cooperation）以及有償之低利貸款（soft loans）等援外

（foreign aid, 或稱援助）措施，我國經常與中國在外交競技場中展開援助

競賽，以維護實質的利益。在一連串的競賽中，我國偶有斬獲，然亦偶有

斷交之結果，使得國人對援外既期待又怕傷害，期待其發揮正面效益，鞏

固或開拓外交關係，另外亦希望減少這種無生產性質的金援外交，以免浪

費寶貴的生產資源。基此，如何令援外兼具效力（effectiveness）：圓滿的達

成目標，以及效率（efficiency）：用最少的代價達成既定的目標，已成為現

階段我國外交工作的重要議題。 

上述考慮在維護邦交關係之案例上尤具重要性。基本上，這些國家對

台海兩岸各國鮮有事前的嗜好（ex ante preference），其投向我國或中國雖

有其他考量，然而來自兩國捐贈水準之多寡經常具有關鍵地位。此種策略

不但令兩岸各國勤於加碼（即增加援助水準）以期獲得更有利於自己的結

局，而且亦帶來捐贈國收買外交的事實與相互譏諷，令兩國皆成為輸家。

此一劣勢對台灣而言甚為明顯，為維護一個飄搖不定的邦交國，我國政府

經常付出不小的代價，而且亦遭致輿論與反對黨無謂的批評。無可諱言，

面對此類接受國，援外本身是我國從事援助競賽主要的管道；然而除此之

外是否存有其他的做法（或互補措施）可幫助我國在這場競賽中獲取更有

利的結局？此種思惟對我國深具意義，畢竟在存在的情況下，此項作法令

我國在鞏固外交關係之餘，亦達到效率之目標。 

為反映此思惟並且顧及捐贈國與接受國之特質以及相互之關係，本文

援引 Lin（2001），設立賽局模型以分析台灣與中國之援外競賽，並且試圖

尋找我國援外之輔助措施。基於接受國前述之策略，本文將援外行為視為

國際間之遊說活動，兩岸各國在競賽之餘均希望藉之獲得更有利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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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此架構下，援外是一個內生變數，任何試圖變動本身之援外水準以

求取更好結局的作法將是一個無法達成目標的作為，因為其將導致競爭對

手之反制，進一步瓦解預期之效果。在此情形下，如何令我國得到更好的

結局？本文應用經濟學比較靜態的分析方法來探尋妥當的互補措施。在諸

多選項中，本文強調兩種互補措施：一為援外之接近效果（access effect），

二為提高技術合作（technical cooperation）在援外的比重（本文下稱高技術

合作之援外策略）；除進行理論分析與推導淨利得之變動外，本文亦探討這

些措施之政策含義以及令其展現實質效果所應配合的作為。希望這些對我

國在確保邦交關係上提供助益。值得注意的是，歐盟國家在推動技術合作

上具有豐富經驗，這些（尤其是失敗的經驗）不但值得借鏡而且亦為討論

第二種措施時不可或缺的項目。 

本文組織如下：第二節設立援外之賽局模型以為全文分析之基礎。第

三節討論接近效果及政策含意。第四節論述高技術合作之援外策略為何是

互補措施。第五節討論歐盟國家在技術合作之經驗與值得借鏡之處。第六

節結論。 

貳、援外之賽局模型 

本文應用公共選擇理論中之遊說學說，將援助視為一種國際遊說活

動，兩岸各國希望藉此促使接受國制定出對本身最有利的政策。在此前提

下，本節討論接受國如何制定其台灣（中國）政策，並且進一步設立模型，

推導捐贈國之最適行為與政策含義。 

一、接受國外交政策之制定 

前述接受國制定政策之策略隱含其為政策之拍賣者，因為其對兩岸各

國並無事前之喜好，端視來自兩國援助收入之多寡而制定其台灣（中國）

政策。因此，援助純為政治考量。令T 代表接受國之台灣（中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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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為可衡量之政策變數，而且 T 越大代表接受國採取越偏向台灣

（pro-Taiwan）之外交政策，反之，則越偏向中國之外交政策。給定援外水

準（或稱捐贈水準）為捐贈國各項援助金額之加總（亦即贈予、低利貸款、

技術合作等金額之加總）。令 A與 *A 別代表來自台灣與中國之捐贈水準，

兩岸各國希望藉此令接受國制定出有利於自己之政策。因此接受國台灣（中

國）政策之制定可以下式表示： 

分

),,( * ZAATT =  (1) 

其中， Z 代表除援助收入外，其他足以影響接受國制定台灣（中國）

政策之變數所形成的集合。其次， 正向的影響A T ，而 負向的影響*A T 。

另外，與其他財貨類似，A A與 對* T 之邊際效力呈現遞減之態勢，因此當 A

多時，額外一單位 A所能提高越 T 之能力是越小的；當然，此特質亦適用

於中國之援助。 

二、政策效果與捐贈國之目標 

捐贈國為何從事這種無生產性質之金錢競賽？基本上，援外對捐贈國

帶來不少利得，而且這些是推動此類行為的主要動力。以台灣為例，對接

受國進行援助可帶來更有利之台灣政策；此意味對中國外交封鎖之勝利，

而且可能觸發日後更多的成功案例，對我國政府與人民均是一大利多。另

外對執政黨而言，更有利的台灣政策代表執政黨獲得豐碩的外交勝利，對

其下次的勝選當然有加分的效果。儘管尚有其他的利得，上述經由變動台

灣（中國）政策所帶來的效果甚為明顯，而且亦為我國人民矚目之項目；

由於這些利得均藉由變動台灣政策所衍生出來，本文稱之為援外的政策效

果（policy effect），是一般人對援外聚焦之項目。另外，對中國而言，上述

效果亦均具備，不過其方向是相反的；雖然其執政黨無選舉壓力，更不利

於台灣之政策對其和平統一、鞏固政權亦有正向的貢獻，因此T 越小，提

供給中國之政策效果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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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國獲得上述利得就如同其國家效用（national utility）或國家利益

（national interest）之增加。令 I 與 *I 分別代表台灣與中國之國家利益（或

效用）。明顯的，當T 增加時， I 亦提高，此時對台灣是有利的；反之當T

下降時， *I 提高，對中國有利。因此 

)(TII =    為一增函數，而 (2) 

)(** TII =  為一減函數 (2’) 

另外一方面，援外亦帶來負的利得，這些通常係指所帶來之成本，包

含援外的金額、可行性研究、行政作業之成本等。令C 與 分別代表台灣

與中國的此項成本；由於機會成本遞增的性質，吾人可以預期當 （或 ）

越高時，援外之邊際成本亦將越大。

*C

A *A

在自利的前提下，捐贈國之目標在追求淨利得的極大。因此在外交競

賽下，以G 代表台灣之淨利得，此時台灣之最適行為即在給定的 下，尋

求一個最適的 ，以極大化本身之淨利得。亦即 

*A

A

MAX  )()()( ACTIAG −=  (3) 

同理，就中國而言，其最適行為即在給定的 下選擇一個最適之 ，

以極大化其淨利得( )，亦即 

A *A
*C

MAX   (3’) )()()( ***** ACTIAG −=

三、捐贈國與接受國之最適行為（政策） 

基於上述，在此援助競賽中，接受國如同一個政策拍賣者，不具主動

之角色，而捐贈者旨在經由援外之競爭以獲得有利於自己的結局，因此是

主要的行為者。兩岸各國就如同參與援外競爭的賽局（game），因此該賽局

之 Nash 均衡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此均衡狀態下，競爭者達到各自的最佳狀

態（在給定對手選擇其最適行為下），沒有再改變行為之必要；此狀態下之

行為（亦即捐贈水準）即是兩競爭者之最適行為，因此該均衡之探尋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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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之地位。 

就最適化理論言，公式(3)對捐贈水準之一階條件（亦即  =),( *AAGA

0=− AAT CTI ）決定台灣最適的捐贈（或援外）行為，其中 A
GGA ∂
∂= ， 

代表援外對台灣淨利得之邊際效果， T
IIT ∂
∂= ， A

TTA ∂
∂= ， A

CCA ∂
∂= 。 

所以 為台灣捐贈水準增加一元後，可為台灣淨利得帶來之增量，是捐

贈之邊際淨利得；而 為捐贈增加一元後將為台灣負利得帶來之增量，是

捐贈之邊際成本。根據此一階條件，台灣將一直從事捐贈活動，直至此條

件滿足，因此該條件決定台灣之最適競爭行為。在賽局理論上稱此條件為

台灣之最佳反應函數（the best response function），其描繪在各個不同的中

國捐贈水準下，台灣的最適捐贈水準（行為）。在相同的思維下，中國 

ATTI

AC

的最佳反應函數為 ，其決定中國的最適行

為。 

0),( *
**

*** =−=
AA

T
*

A CTIAAG

在非合作的賽局中，行為者最佳反應函數之聯立解即為Nash均衡1，亦

即 

0),( * =−= AATA CTIAAG   

0),( *
**

***
* =−=

AATA
CTIAAG  (4) 

聯立方程式之解值提供 與 之最適值。 A *A

為進一步提供具體之觀念，上述兩函數可分別劃在由控制變數所形成

的兩維座標平面上，而且其所形成之軌跡稱為最佳反應曲線。因此就幾何

圖形言，公式(4)之聯立解值即為兩國最佳反應曲線交點時之 與 值。圖A *A

                                                        
1  此為Cournot Nash均衡。論者或謂Stackelberg leader-follower模型方適用於台海兩岸之援

助競賽，然本文認為目前模型已足以應用，因為此種競賽所須金額並非巨大，兩捐贈國

均有能力負擔，而且兩捐贈國之訊息並非相差太多，用leader-follower之關係來描繪並

不妥當。另外，本文旨在彰顯輔助措施對援外的重要性。由於是先鋒式的探討，所用的

分析架構屬於基本模型，期在此架構下推導出重要的政策含義。後續研究似可利用賽局

理論其他較複雜的架構來進行分析，以進一步求得更細部的研究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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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描繪 Nash 均衡之決定，其中 RR 線代表台灣之最佳反應曲線， **RR 線代

表中國之最佳反應曲線， E 點為均衡點， 代表台灣之最適水準， 為中

國之最適捐贈水準。 
0A *

0A

          *A
                 

                  R  

              *R  
                         E  

             *
0A

 

                                           *R  
 
                                       R  

                                      0A A

圖 1：台灣與中國援外競賽之均衡 

在給定的 與 下，接受國最適的台灣（中國）政策究係如何決定？

由於接受國的政策決定方程式為公式(1)，因此將 與 代入該公式即可得

到最適之 T 值。基於這些，兩捐贈國之淨利得亦可由公式(3)與(3’)求得。 

0A *
0A

0A *
0A

四、政策含義 

前列分析提供多項政策含意，重要者包括：第一，最適捐贈水準是由

公式(4)內生化的決定，因此捐贈國不具獨立自主的決定力量。第二，在給

定對手採行最佳策略之前提下，每一捐贈國將持續進行捐贈活動，直到其

所帶來之邊際淨利得等於邊際成本。捐贈國得視其對手之行為（捐贈水準）

而調整本身之行為，當某一捐贈國單方面加碼（即增加其捐贈水準）時，

必將帶來對手之反制，以致無法變動 Nash 均衡，當然亦無法變動接受國採

行之台灣（中國）政策。金錢競賽之效果在此時是有限的，或甚等於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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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外生變數（亦即除援外本身之外，其他足以影響捐贈水準之變

項）之改變可以變動兩捐贈國的最適捐贈水準以及接受國採行之台灣（中

國）政策。因此，陷此困局的捐贈國如欲尋求對自己更有利的競爭結局可

從此方面思考，設法令某一（或多個）外生變數改變，並令之對本身有利。

如以普通常識言，捐贈國可從改變決定事件（在此即指兩岸各國之援外競

爭）之大環境著手，營造更有利於自己的條件，如此便能得到更有利的結

局。 

參、接近效果及其政策含義 

上述變動外生變數之目的在變動捐贈國之最佳反應函數以及Nash均

衡。就圖 1 而言，假如台灣欲得到更好的結局，則應設法令其最佳反應曲

線（ RR 線）向右平行移動，如此將令均衡點向右下移動，使得 提高，

下降。在此情況下，將兩捐贈國新的捐贈值帶入公式(1)，
0A *

0A

T 將提高，接受

國將制定對台灣更有利的政策。如何令此效果實現？在諸多可能方案中
2
，

本節提出援外之接近效果，並且討論其在本文模型下之意義以及政策含義。 

一、援外的接近效果 

在公共選擇理論中，遊說具有三種效果：政策效果、接近效果、懲罰

效果（Magee, et al., 1989）。在本文架構下，援外至少可能具備前二效果。

誠如前述，援外的目的在促使接受國制定對本身更有利的政策，而且該捐

贈國之國家利益將因之而提高；本文稱此為援外之政策效果。除此之外，

援外可以幫助捐贈國更接近接受國之決策核心，增加前者之影響力。這些

影響力雖常被大眾忽略，然而亦為國家利益的一部份，對捐贈國亦有正向

的貢獻。本文稱此為援外之接近效果，因為其非源自接受國外交政策的改

                                                        
2  貿易與投資是兩個明顯的方案。不過由於我國與邦交國家之雙邊貿易或投資均不大，而

且短期間亦難顯著的增加，因此不易令此效果實現。基此，本文不考量這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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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而是來自於接近接受國決策核心之機會，並且令其轉變為有利於捐贈

國之助力。 

若台灣擁有接近效果，並且令其充分展現，則該國效用將因之而提高。

在其他條件不變下，此就猶如台灣之效用函數增加了額外的一項，亦即公

式(2)將變為 kATII += )( ，其中 為正值之定數，代表接近效果的邊際效力k
3
。若僅只台灣擁有此效果，而中國不具之

4
，則公式(4)將變為 

0),( * =−+= AATA CkTIAAG   

0),( *
**

***
* =−=

AATA
CTIAAG  (4’) 

Lin（2001）應用比較靜態之分析方法，經由數學運算證明在此情況下

將因之而提高，而 將因之而下降0A *
0A 5

。若將來自於雙方新的捐贈值代入

公式(1)，吾人得到T 將因之而上升，亦即台灣（即擁有接受接近者）將由

接受國得到更有利的外交政策。Lin（2001）稱此效果為援外的互補措施，

捐贈國如欲避免與競爭國在金錢上無謂的競賽，擁有接近效果是不錯之選

擇。 

探究 增加 下降之因乃在台灣援外之毛利得，將因此效果之出現

而提高，在成本不變的情形下，台灣逐願意提高捐贈量，因此其最佳反應

函數將向右平行移動。此代表在任何相同之中國捐贈水準下，其所伴隨之

台灣捐贈水準（即 之值）均較前提高，因此接受國將更加親近台灣（即

0A *
0A

A T

值將愈大，由公式(1)得知）。面對此情勢，中國逐下降其捐贈之誘因，致使

其最佳反應曲線向左平行移動。在兩國新的最佳反應曲線下，均衡點遂向

右下移動。若以圖 2 而言，台灣擁有接近效果將使 RR 線向右平行移至

，而11 RR **RR 向左平行移至 ，因此 Nash 均衡點由*
1

*
1 RR E 點變成 點，使1E

                                                        
3
 本文假設k為具正值之定數以方便推導。當然k亦可為非定數，然其推論結果亦與定數時

類似。 
4
 兩國可能均具備此效果。本文目的在展現擁有此效果之好處，因此目前之設定可算充分。 

5
 為友善於更多讀者，此處不討論技術面之推導，有興趣者請參閱Magee, et al.（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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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上升， 下降。 0A *
0A

接近效果使台灣增加捐贈水準，此對台灣究竟帶來更好或更壞的結果？ 

Lin（2001）進一步探討此一議題，經由數學運算6，該文發現 0>
∂
∂

k
G

，亦 

即 越大（代表接近效果越大）則 越大（代表台灣之淨利得越大）。因此

接近效果對擁有之國是有益處的。 

k G

         *A R        1R
 
 

            *R  
                      E  
                                             *

1R *R  
                                        1E

                                                *
1R

                             R         1R
A

圖 2：接近效果對均衡之影響 

二、政策含義 

從事援外（或者增加捐贈水準）是否一定為該國帶來接近效果？此問

題值得深入探討。事實上，從事援外（或者增加捐贈水準）僅為該國帶來

接近效果之機會，至於該機會是否實現（或接近效果是否充分展現）則取

決於諸多前提條件。當捐贈國充分把握這個機會，而且這些條件亦獲得有

效回應時，接近效果自然體現出來。上述前提條件，重要者包括慎選並強

化駐在接受國外交人員之能力、有效率的應用在接受國之外交預算、駐在

接受國外交人員之全力投入等。當這些條件具備時，捐贈國能夠在接受國

建立有效的外交管道；而且在接近效果之機會出現時，捐贈國亦可以因之

                                                        
6
 為友善於更多讀者，此處不討論技術面之推導，有興趣者請參閱Magee, et al.（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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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令該效果充分展現出來。此是討論接近效果時首須注意的事項。 

其次，對於外交艱困之友邦而言，擁有接近效果將可使台灣從該友邦

得到更有利的台灣政策，與我國斷交或投向中國之夢魘將可獲得紓解。基

此，針對這類型之接受國，接近效果之充分展現對我國實具重要之意義。

然而誠如前述，該效果之展現建立在有效的外交管道等條件上；我國如欲

收此效果自應令這些條件具備。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條件是在平日外交事

務之運作時建立起來，而非在外交亮起紅燈時方才臨時抱佛腳式的大力進

行。事前的與平日的特質是體現接近效果之精髓--平日的外交努力方足以成

功的展現接近效果，如此方能令之成為援外競賽的互補措施。 

肆、技術合作與高技術合作之援外策略 

技術合作之意義為何？其在援外行為中扮演什麼角色？為何高技術合

作之援外策略亦可成為金援競賽的互補性措施？本節旨在進行這方面的分

析，另外亦討論其政策含義。 

一、技術合作之意義 

援外計含兩大項目：一為提供實物資本，另一為提供人力資本。這兩

者皆為資本，是生產不可或缺之項目，但前者代表的是硬體設備，是發展

經濟必須具備的有型裝備，而後者則為軟體設施，是有效運作前者之技能，

因此是發展經濟必備的無形條件。近年來，僅僅注意前者之缺點已受到各

方的注意，譬如 World Bank（1998: 1）即指出在過去 20 年來，捐贈者至少

已經投入 20 億美元在坦尚尼亞建造公路，但其公路網卻未改善；原因在缺

乏維護，以致於損壞之速度快過於建造的速度。另外，該資料亦指出：自

從 1960 年代以來，假如尚比亞將其接受之外援均用於投資之項目，則其勢

將可快速成長，達到平均每人所得 2 萬美元之水準；然而在 1990 年代末期，

其卻僅有 600 美元之平均所得（World Bank, 1998: 10）。這些案例在反應援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4 卷、第 1 期（2008/春季號） 12 

助具有複雜性質之餘，亦顯現人力資源與本土組織運作能力（indigenous 

institutional capacity）之重要性，因為接受國嚴重缺乏這些發展經濟所必須

具備的無形條件，因此無法達到援助的預期效果。基此，以厚植接受國人

力資源以及本土組織運作能力為目標之技術合作遂成為國際援助不可或缺

的項目。捐贈國希望藉此令接受國順利經濟發展，並且對削減貧窮亦產生

根本性的助力。 

不同的國際組織對技術合作有不同的定義。以統計技術合作著稱之

OECD 認為技術合作與技術援助（technical assistance）有所不同，前者係

指「捐贈國之資助行為，其主要目的在擴增接受國人民之知識水準、技術、

科技知識、生產資質（才能），亦即增加人力資本存量，或增加其有效應用

因素稟賦之能力」（Arndt, 2000: 159）。至於後者則指「捐贈國資助之勞務，

其主要目的在幫助捐贈計畫（projects）或方案（programs）的設計與實行，

以提升接受國實物資本（physical capital，如機器、廠房、設備、基礎建設

等）之存量」（Arndt, 2000: 159）。以此觀之，雖然目的皆在提供軟體性質

之知識、科技與設計能力，以利接受國之生產，技術合作著重在人力資本

之提升，而技術援助則在順暢實物資本之累積。不過，由於世界銀行等國

際組織對這兩名詞經常交叉使用，並無區別，加以 Arndt 亦指出現今技術

合作「本質上係指捐贈國資助之行為，其目的在提供接受國（經濟發展時）

所欠缺之技能以及專業講習訓練等」（Arndt, 2000: 159），本文所謂之技術

合作遂採世界銀行之定義，不細分兩者之差別。 

我國對推動與我友好國家 7之技術合作向來不遺餘力。根據外交部 

（2005：38），迄 2005 年 12 月底止，我國計有駐外技術團 35 個，分布於

亞太、非洲、中南美洲等 29 國，實派技術人員 249 人，執行包括農藝、園

藝、畜牧、水產養殖、食品加工等 76 項合作計畫。對於此類技術合作的基

本做法，我國係以提供特有的「台灣經驗」做為友好開發中國家的借鏡，

在傳授技術與經驗之餘，亦邀請接受國有關之官員及技術人員來台觀摩考

                                                        
7  這些包含邦交國以及未具敵意之非邦交國家。 



對邦交國的最適援助──兼論歐盟國家在援外之經驗與借鏡 13 

察或接受專業講習訓練。 

此外，為接受國人民創造財富是我國現階段推動技術合作的主要目

標，因此，除技術移轉之目的外，我國亦希望「藉由技術合作交流及農業

推廣方式，在既有之基礎上將傳統之農技合作，逐步調整以朝向農產品加

工及農業運銷等方向發展，期使運用農產品加工技術提升農產品之附加價

值，並協助合作國建立其銷售管道，使農業生產與市場相結合，達到為合

作國創造財富的目的」（外交部，2005：38）。基於此目標，負責執行我國

援外措施之「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簡稱國合會）對於我國駐外技術團之

推展除重視效益、效率原則與人力資源發展等一般化原則外，更強調產銷

一元化及市場導向原則、小農貸款之配套計畫、以「計畫養計畫」的成本

回收體系、複製成功的計畫、由農漁合作逐步拓展至經貿合作等事項（財

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2008），以期促進駐在國經濟發展，為友邦人

民創造財富。 

二、高技術合作之援外策略在金援外交之角色 

技術合作是對外援助的一個項目，當前者在後者所占的比重越高時，

究會對兩岸各國之援助競賽帶來什麼效果？針對此種技術合作占據該國援

外很大比重的援助型態，本文將之稱為採行高技術合作之援外策略。在本

文第二節之賽局模型中，此種策略將帶來什麼結果？此不但是有趣之議

題，而且在當前台灣與中國援外競賽上亦具深遠的意義。 

無可諱言，技術合作有助於接受國之經濟發展與削減貧窮，達到效率

與博愛的雙重目標。其次，就每個案件之金額而言，技術合作所需之額度

遠小於實物資本之援助（譬如捐贈發電廠、公路等基本建設），因此高技術

合作之援外策略可帶來更多的援外計畫（projects）或方案（programs），令

接受國得到更多層面之益處。再者，由於其受惠者多為中產階級與低所得

階級，當該國不為個人集權的政治體制時，高技術合作之援外策略對貧窮

（或赤貧）為普遍現象之接受國而言，亦有為執政黨累積選票，贏取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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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勝選之功效，因此將受到該國之歡迎。 

另外，就捐贈國而言，技術合作具有「教之釣魚」之特質，是一種根

源性的援助；因此高技術合作之援外隱含捐贈國的人道與博愛精神越高，

與外交敵對國金援競賽之性質越低，不但免受冤大頭之譏，而且亦將大幅

降低來自反對黨與輿論之痛批。此外，就本質而言，技術合作代表捐贈國

派遣人員至接受國傳授經驗、技術，或接受國派遣人員至捐贈國接受訓練

講習，這些行為皆涉及捐贈國國民或廠商之參與，帶動彼等之經濟利益。

以此觀之，技術合作本具束縛性援助（tied aid）之特質─在同時嘉惠接受

國以及捐贈國國民或廠商之目標下，技術合作不須像實物資本援助時必須

明文規定採購捐贈國商品，因此不會引來他國之批評；高技術合作之援外

策略名正言順的為本國國民或廠商帶來利得。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有利於

本國人民或廠商之特性對援外預算之審核將是一大助力，此種助力在捐贈

國為民主國家而且財政吃緊之場合下甚為明顯。 

綜觀上述，高技術合作之援外策略對接受國與捐贈國均有不少的益

處。尤其是，此種援外策略對捐贈國在預算之編審、執行以及人民贊成之

角度上均有正面的貢獻，而且捐贈國濟弱扶傾的使命感亦獲得展現。這些

對目前台海兩岸各國之援外競爭（尤其是對台灣）具有很大的參考價值。

與接近效果類似，高技術合作之援外策略由於具有前述之正面效益，因此

很容易為捐贈國爭取更好的成果。 

基本上，當我國採行高技術合作的援外策略時，台灣的毛利得將增加，

亦即其將如同擁有接近效果一樣，令公式(2)變為 gATII += )(  
8
，因為此種

援外策略可收到前述的正面效益，增添我國之效用水準。另外，基於其僅

只改變援外項目之分配型態，甚少變動援外之總金額，此種策略對援外成

本之影響微乎其微，或甚全無改變。基此，台灣之目標函數將由公式(3)變

為Max )()()( ACgATIAG −+= ，而中國由於未採此策略，因此目標函數不

變。與接近效果時類似，兩國之最佳反應函數將由公式(4)變為公式(4’)（當

                                                        
8  為簡化分析，g代表一個具正值的常數，其角色與接近效果時之k值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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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原先之k要改為g，餘皆維持不變），因此台灣之最佳反應曲線將往右平

行移動，而中國將往左平行移動。台灣之最適捐贈水準將因之而提高，而

中國則因之而下降；接受國亦因之而制定出有利於台灣之外交政策。而且

與接近效果類似，台灣之淨利得亦將因之而提高。 

三、政策含義 

很明顯的，高技術合作之援外策略亦為當前我國援外的互補性措施。

對於邦交國，假如政府仍欲固守與該國之關係，而且不欲與中國進行援外

競賽，此一策略實具重大意義。然而與接近效果類似，吾人應在很多事項

下功夫，如此方能令該策略展現預期之效果。首先，我國宜與接受國協商，

針對其需要提供技術合作，因為純為提供者主導之作法無法端出適合於接

受者之菜餚。其次，對接受國（尤其是外交艱困之邦交國）所提供之技術

合作，其人力與技術團宜再增加，以充分發揮預期效果。根據前述資料，

我國於 2005 年底共有駐外技術團 35 個，實派技術人員 249 人，因此平均

每團約有 7 人之配置，此實有再增加之空間。另外，由於這些技術團有些

駐在非邦交國，致使與我有邦交之每一個國家約僅接受一個技術團；以此

觀之，每個邦交國亦有再增加技術團之空間。畢竟，現階段增加邦交國很

不容易，致使維護現存邦交關係非常重要；假如能將有限的資源集中利用，

此對維護邦交將有很大助益。顯而易見的，欲令此策略成為互補性措施並

且發揮維護邦交之作用，我國實應在這方面多做因應。 

此外，前已述及，為接受國創造財富是當前我國進行技術合作的主要

目標，因此效益與效率原則、市場導向、以「計畫養計畫」的成本回收體

系等是進行時的指導原則。然而在邦交國之案例上，這些目標與原則之適

用性很值檢討。基本上，這些邦交國經濟發展不順，而且平均每人所得很

低。在此情形下，接受國人民之生產技術不佳（或甚不具），而且貧窮（或

甚赤貧）是常態，因此當務之急應是生產技術移轉與農業推廣，以增加人

民的生產能力，至於市場導向等指導原則之急迫性並未見之；畢竟本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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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運作能力在此時是薄弱的，或甚不具備，因此這些指導原則之前提條件

並不具備。事實上，這些指導原則均建立在市場機能之充分展現與發揮，

而這些又取決於本土組織的運作能力（在此指交易所需之基本建設，譬如

相關法令規章的建立、公平的市場交易機能、廉能的官僚體系等）之展現；

現階段邦交國多不具這些能力，因此談論市場導向、產銷一元化等議題勢

有操之過急之弊端。 

再者，雖然技術合作具有「教之釣魚」之特性，然而欲令其學會如何

釣魚亦須指導者有效的傳授技術。基此，吾人亦應探討如何令技術合作成

功的完成，以展現援外互補措施的功能。我國對技術合作行之有年，已經

累積一些心得；然而由於規模不大，所累積者或許有限。歐盟國家對技術

合作亦行之有年，不過由於規模龐大，跨越世界、遍及每一合作項目，因

此累積了豐富的經驗。這些對我國日後的技術合作深具參考價值。以下即

對此探討，希望有助我國之採行此策略，對外交發揮預期的功效。 

伍、歐盟國家在援外（尤其是技術合作）之經驗與借鏡 

截至目前為止，歐盟國家占 OECD 全體技術合作之半數以上，是技術

援助落後國家最主要之來源。儘管如此，文獻上卻少有文章討論歐盟國家

在這方面之經驗。基於其深具參考價值，本節選取值得我國借鏡之文章，

首先介紹丹麥如何成功的躍登援外大國（以 GDP 之比重而言），之後討論

歐盟國家在從事技術合作上之經驗與足供借鏡之處。 

一、丹麥的成功經驗 

Lancaster（2007）由政治學之角度探討丹麥的援外水準多年來為何均

超過 OECD 議決之水準：GNP 之 0.7％。Lancaster 指出在 1960 年代，為喚

起國內對援外之意願，丹麥政府發起全國活動來募集援助落後國家之私人

資金，而且保證提供對等之公共基金（Lancaster, 2007: 191），以順暢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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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外的各項措施。此項活動不但令丹麥人民了解並且願意投入，而且對政

府之進行援外亦形成強大的支持力量。該項活動成功的遍及社會的每一角

落，導致丹麥國會輕易通過對外援助之法案，並且在外交部成立專責單位

推動之，成功開啟對外援助的大門。之後，再加上經常的討論並且調整目

標與做法，終令丹麥於 1992 年起之援外水準躍登 GNP 1％之水準，成為全

球重要的援外國家。 

丹麥之援外，自始以來均在結合國內廠商之商業利益以及慈善團體發

展落後國家之人道目標，而且亦在喚起國內大眾將援外與國家利益相結

合。在約占全體援外一半之雙邊援助中，丹麥政府將其均分為兩部分，一

為對落後國家之贈與，以滿足 NGO 等慈善團體之需求，另一為對與丹麥出

口有關之中所得國家的低利貸款，以利國內廠商商業利益之拓展（Lancaster, 

2007: 192）。此外，雖然政策之制定與執行是由外交部負責，丹麥亦設置不

少顧問審議會（advisory councils），以指導援外之進行。國際發展合作局（the 

Board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是其中重要的機構，成員

包含國內重要的利益團體，譬如 NGO 代表，來自農業總會、工業總會、勞

工聯盟、學術界、青年團體之代表，社會賢達等。該局每月集會一次，以

審議援外之計畫、政策、援助國家等（Lancaster, 2007: 192）。雖然僅具顧

問性質，不過其決議深受政府（外交部與國會）尊重，充分顯示政府協調各

方利益之決心。 

丹麥之躍居援外大國（以GDP之比重言）實取決於諸多因素
9
，然而上

述兩作法很具重要性，其在奠立基礎之餘，亦減少推動的阻力。此項經驗

對我國深具參考價值。現今我國在援外時經常遭致媒體與反對黨之指責，

其中原因很多，然而國內未形成共識以及國民不諳已開發國家之國際道義

等實是關鍵。此外，各方利益未能展現並且融合於援外亦是重要的因素。

無庸置疑，這些問題之解決全賴政府相關部門之努力，不過丹麥在這些方

面成功的經驗很值我國借鏡；雖然無須全盤再製，然其思惟與作法很值我

                                                        
9  有興趣者請參閱Lancaster（2007）第七章。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4 卷、第 1 期（2008/春季號） 18 

國參考。 

二、歐盟國家在技術合作之經驗 

關於雙邊技術合作的績效，丹麥政府於 1990 年曾針對北歐國家評估其

效果，此外荷蘭與其他國家亦曾進行類似之研究。另外，聯合國與世界銀

行在 1990 年代亦曾進行多邊組織下技術合作之成果分析。這些研究之結論

差異不大，皆指出此項援助之效果有限，對提升接受國本土組織能力的貢

獻輕微（Arndt, 2000: 162-64）。花費龐大的資源下去，為何僅只帶來有限的

成果？由於時空條件之差異，各個合作案件自有其獨特之原因；然而亦有

共同之缺失，這些經常重覆出現於每個合作案件，嚴重影響技術移轉與本

土組織能力之提升。 

根據 Arndt（2000: 164-66），截至 1980 年代末期，這些共同缺失包含： 

1. 供給主導。技術合作由捐贈國主導，忽略接受國之需要，負向影響

援助計畫的永續性。 

2. 過分注重有形的、可衡量之成果。為展現成果並利後續計畫之獲得，

捐贈國經常推出此類計畫，然而過分注重此類合作將忽略本土組織

之建立，對接受國不具好處。 

3. 接受國管理技術合作能力之欠缺。此項缺失阻礙技術之接受，而且

由於捐贈國會想法解決此問題，使得提升本土組織能力之目標無法

完成。 

4. 訓練未獲充分之強調。多數技術合作將訓練置於附錄之地位，而未

置於中心地位；此外對於派遣人員至外國受訓亦未重視，對於此類

人員捐贈國常將之視為一去不復返的腦力流失（brain drain）。 

5. 捐贈國過分依賴居住於地主國之僑民顧問。此類僑民顧問通常獲得

優厚薪水與待遇，不但造成破壞體制，令接受國行政系統不受尊重，而

且易形成接受國行政人員之敵視與士氣低落，不利技術移轉的進行。 

6. 專家／領受者之關係未妥善建立。此種搭配關係通常未獲建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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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有，當專家在接受國時，領受者經常缺席，即使兩者會合了，技

術與知識之傳授卻很少發生。再者，專家忙於製造有形的成果亦影

響技術轉移；此外，專家缺乏施行工作計畫之權力，而且領受者缺

乏要求獲得適當技術的權力，這兩現象亦嚴重影響技術移轉。 

7. 技術合作市場之大幅扭曲。接受國視技術合作為自由財，視其機會

成本為零，因此目標設定變成是無意義的。此不但造成資源浪費，

而且亦使接受國獲利降至最低。 

上列缺失之提出促使捐贈國在 1990 年代調整其技術合作之做法
10
。不

過進入 21 世紀後，技術合作之成效並未提升多少；隱含上述缺失並未獲得

有效的改善。基此，捐贈國實應針對上列各項繼續謀求妥善之對策，以求

更好的績效。 

三、政策含義 

前述歐盟國家之經驗對我國提供不少借鏡之處。假如欲令高技術合作

之援外策略產生預期之效果，除本文第四節所提令此策略發揮實際效果之

作法外，我國實應檢討從事技術合作所遭遇之困難，並且謀求適當之對策；

特別是，上述 7 項缺失在我國是否亦發生？對策為何？這些均是深值思考

的課題。 

前列各項問題在台灣之援外上當然不可能每一項都發生，不過其中之

第 2、4、6、7 項卻值吾人注意。根據本文第四節，國合會現階段推動技術

合作之原則是在效益與效率、市場導向等，而這些之基礎即在注重有形的、

可衡量之成果。無庸置疑，過分強調這些將忽略技術移轉以及本土組織能

力之建立，對於接受國以及高技術合作之援外策略皆無好處。此議題在極

度落後之邦交國家更顯得重要，畢竟其不但缺乏技術亦缺乏本土組織能

力，追求有形之成果勢有本末倒置之弊端。其次，第 4 項亦值吾人注意。

                                                        
10 由於這些與本文無直接關係，此處不再討論，有興趣者請參閱Arndt（2000: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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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剛脫離未開發國家，加以技術團員具有草根性質，長期駐紮於接受國

並與民眾打成一片，訓練未獲充分強調應該不會發生。不過由於訓練是技

術合作的核心項目，此項亦值吾人注意，不但要強調其重要性，而且亦要

推出合時合地的技術移轉，使接受國能確實獲益。 

專家/領受者關係之建立是確保技術移轉之要件。我國駐外技術團一向

樂於移轉台灣經驗，然而此項關係如未妥善建立，技術合作亦無成功的時

候，因此上述第六項亦值吾人密切注意。另外，具備贈與性質之技術合作

假如被視為自由財，接受國自然不會珍惜該項資源。尤有甚者，在機會成

本為零之看法下，接受國很容易取消原本規劃用於該部分之預算，並且將

之用於其他項目，致使該國實際用於提升技術之投資額不變。在此情況下，

外援原本是輔助性質的，卻變成替代性質，此對接受國利益之提升定將大

打折扣（Hansson, 2007: 190）。基此，在進行技術合作時，我國宜與接受國

進行協商，避免此類移轉之發生。 

陸、結論 

對我國而言，援外是必要之善，因為在發揮國際道義，幫助接受國發

展經濟、削減貧窮之餘，援外亦能鞏固邦交或強化我國的實質利益；不過

援外亦是必要之惡，因為在與中國的援助競賽中，其經常導致兩國無謂之

競爭以及生產資源之浪費。在此觀點下，如何兼具效力與效率的進行援外

顯是重要議題。本文設立賽局模型探討援外本身究應如何妥善的運作，並

且探尋援外本身之輔助措施。研究結果顯示片面性的加碼並無法改變競賽

的結果，因為其將導致對手之反制，進一步瓦解預期的效果。然而欲得更

有利的結局却可從改變事件（在此即指兩岸各國之援外競賽）之大環境著

手，設法令其變得更有利於我國（或更不利於中國），如此將能輔助援外本

身之不足，為我國帶來更多的利得。基此，援外本身當然有不容忽視的必

要性，然而如能輔以這些補強措施，我國當能獲得更有利的結局；此種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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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齊下的作法顯是當前我國援助邦交國的最適政策。 

基於其較少被論及，本文將重點置於輔助措施，探討援外之接近效果

以及採行高技術合作之援外策略兩項對我國之影響，希望這些能夠發揮助

益，裨益我國確保邦交關係。值得注意的是，兩種措施均不能自動體現成

果，均需要配合性作法；這種特質在瀕臨斷交之邦交國尤其顯著。就接近

效果言，事前妥善應用外交預算並在接受國建立有效的外交管道是體現此

效果之前提條件，具備此條件再加上經濟援助，自能變動均衡，令其對我

國有利。另外，就高技術合作之援外策略言，調整目前對技術合作之指導

原則，以利接受國建立（或強化）本土組織能力是重要的項目。此外，歐

盟國家對技術合作已經累積不少的經驗，這些對我國此項策略之推展亦提

供不少的借鏡；其中，適時適地的技術移轉、妥善建立專家/領受者之關係、

勿過分強調有形的、可衡量的成果等，均是日後我國應注意的事項。這些

工作之推動對展現該策略之預期效果定有不少助益。 

如何兼具效力與效率的援助外國（尤其是邦交國）？此問題不但牽涉

廣泛，而且亦為當前我國外交工作的重要項目。本文經由經濟學之角度進

行分析，希望在建立文獻之餘，亦吸引學者之研究興趣，一齊為此議題尋

求一個更妥善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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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foreign aid as an international lobbying because 

donor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utilize it to acquire favorable policy from 

the receiving country. Under such premise,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game-theoretic model and derives optimal behaviors of the donors.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a unilateral increase of foreign aid is not 

able to alter the equilibrium and the receiving country’s Taiwan policy 

because countervailing action from rival donor will nullify its expected 

consequence. However, favorable outcome for a donor may be reached if 

context of the event is changed so that it becomes gracious to the 

country’s behavior. With this in mind, this paper looks for 

complementary measures for Taiwan’s foreign aid via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parative static analysis. Among those, aid’s access effect and the 

strategy of high technical cooperation are the center of examination.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the required undertakings for realizing these 

measures are carefully exam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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